
“本之于天”与“主于实用”:
论薛凤祚的思想转向及其价值

王 坚

摘 要: 今人视为科学家的薛凤祚之所以离开孙奇逢而别求其他老师，原因不在于“王学空疏”而引起

的思想离异，而在于孙奇逢当时所教的众多弟子之间“相隔太远”而引起的不便和孙奇逢所面临的家事及

挚友鹿善继丧母而大病、丁忧还乡由此导致其不得不离开京师回老家。正是由于鹿善继、孙奇逢的首先引

导，使得薛凤祚在晚明皇权主义颓废所导致的知识空间无限发展可能的环境中，以孙奇逢重构天人关系及

“主于实用”思想为指导，在“本之于天”与“主于实用”之间兼采中西知识资源，以《易》为蓝本，以传统的

“天”意识为依托，以实用为归宿，以平分中西基础上会通为手段，思想逐次展开。正是这种会通模式的一

致性，把孙奇逢兼容并包的思路推向一个新境界，使得薛凤祚的思想与夏峰北学其他同仁一样显得与众不

同。但由于清初皇权主义重建及其意识形态调控导致的知识空间的大幅萎缩，明清之际理学变革最终以

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化的朱子学回归收场，正是在此情况下对夏峰北学学者思想的不断解构与重构导致

会通必要性的消失，使得包括薛凤祚在内的夏峰北学都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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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薛氏世谱》全一册，1931 年，第 4 页。
②③ 《薛氏世谱》第 1 册，薛氏本族后人 1995 年整理编写本，第 4、45 页。
④ 阮元:《儒林传稿》卷三，清嘉庆刻本，第 34 页。
⑤ 永瑢:《圣学心传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七，北京: 中华书局，1965 年，第 314 页。

一、薛凤祚的生命历程、思想转向

薛凤祚( 1599—1680) ，字仪甫，号寄斋，山东益都( 今淄博市临淄区金岭镇) 人。其祖父薛岗是明

朝万历元年举人，一生放浪形迹，拒官未仕。父薛近洙，明朝万历进士，是朱熹、薛瑄、陈献章的信奉

者，自身也受过系统的理学教育，官至中书舍人，为官清正，因不满魏忠贤擅权而辞官还家，专门从事

经学研究与著述。①薛凤祚“少承家学”，从父辈接受了启蒙教育。他读五经四书，补廪生。天启年

间，他出外游学，先后受业于鹿善继和孙奇逢。薛凤祚师从二人之后，治理学，“尝慨然欲有建树于

时，不为空谈以炫人耳目，先生俱得其学”，②于是，“通理学，精易经”，③著《圣学心传》，“发明‘认理

寻乐’之旨，又讲求天文地理实用”。④此书编辑了鹿善继的《四书说约》和孙奇逢的《四书近指》。卷

首为鹿善继的《认理提纲》和《寻乐大旨》，然后是鹿善继、孙奇逢的传记。薛凤祚对此书颇为自诩:

“此书出，当与孔、曾、思、孟四圣贤书共揭星日而行中天。”⑤明清之际，薛凤祚返乡，运用所学投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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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乡民抗击贼寇活动，比如兵法方面，“先生富明季乱时，练乡勇，修商山堡自固。战阵之方，攻守之

具，颇能出新意于古法之外。一时郡县多被焚掠，环先生所居五十里，盗贼无敢犯者”。①比如，所学修

城之法，“按此法传自西洋之穆尼阁，明季入中国，青州薛凤祚从之游，撰历学会通一书，书后略附其

法。崇祯十三年己卯，知县杨蕙芳修城时得薛凤祚法，与县人谋建空心楼十一所，后经王茂德之乱，数

万人战城下者三月，赖城之利，竟得保全。郡城亦用其法迄今不改”。②明清鼎革后，薛凤祚选择了遗

民生活，“自以明诸生，不复求闻达”。③张侗曾在《瑯玡放鹤村蓬海先生小传》中记录当时的盛况: 先

生既以山水朋友为性命，于是乘州织水、莱子国山公、云门笠者、故王孙适庵、愚公谷仪甫、蓟门东航子

习仲、渠丘昆右，与同乡髯叟子羽、渔村、栩野诸君子。德业文章，超绝一世。④后曾于康熙十二年

( 1673 年) 参修《山东通志》时负责天文历法部分，与张尔岐、李焕章、顾炎武交游来往，康熙十五年，

河道总督王光裕聘请薛凤祚佐治黄河和运河，薛氏以 76 岁高龄，“躬历数千里，考黄淮漕运利害曲

折，施有成效”。⑤

① 徐世昌:《夏峰学案》，见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一，北京: 中华书局，2008 年，第 43 页。
② 成瓘:《( 道光) 济南府志》卷八，清道光二十年刻本，第 178 页。
③⑤ 《薛氏世谱》第 1 册，第 5 页。
④ 参见张侗:《放鹤村文集》卷一，山东省博物馆藏，清刻本。
⑥ 万历“四十四年丙辰，( 孙奇逢) 三十三岁。在京师，薛孔泉、唐灼州、贾孔澜各遣子受学。( 薛之子凤祚，贾之子尔

霖。后先生以长女妻尔霖) ”。参见汤斌:《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上，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郑州: 中州古籍
出版社，2003 年，第 1384 页。

⑦ 薛凤祚:《历学会通》，见韩寓群主编:《山东文献集成》第 2 辑第 23 册，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0 页。
⑧ 赵尔巽:《畴人传一·薛凤祚传》，见赵尔巽:《清史稿》卷五〇六，北京: 中华书局，1976 年，第 13934 页。
⑨ 参见袁兆桐:《薛凤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教学》2010 年第 18 期。

综观薛凤祚的一生，学凡三变。万历四十四年( 1616 ) ，17 岁从学鹿善继、孙奇逢。⑥后“癸酉

( 1633) 之冬，予从玉山魏先生游，得开方之法”。⑦由于魏文魁在晚明中西历法辩论中失败，薛凤祚师

从波兰传教士穆尼阁，系统学习了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并接受了西方科学的新成就，如哥白尼日心

说、对数理论等，翻译了一些西方科学知识。薛凤祚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长于天文历法、数学，兼通水

利、医学、机械、军事和占验等，著有《历学会通》、《天步真原》、《两河清汇》、《圣学心传》、《气化迁

流》、《车马图考》、《甲遁真授秘集》、《乾象类占》等。除《天步真原》与穆尼阁合作翻译外，余皆有自

己的创见。其《历学会通》分《正集》12 卷、《考验》28 卷、《致用》16 卷三部分，共 56 卷，内容涉及天

文、数学、医药、物理、水利、火器等。在中国科技史上，他最先采用哥白尼日心说，是对数引入第一人。
总的来看，他对于沟通中、西科学作出了贡献，故当时有“南王( 锡阐) 北薛”之称，后世誉为清代“畴人

之功首”。⑧正是在此基础上，在以后的研究中，学术界基本上都把薛凤祚定位为“畴人”或者科学家。
正是这种研究模式，导致对薛凤祚思想的难以理解，比如，薛凤祚为什么引进西方知识的同时却进行

大幅度的删改以致于连梅文鼎都抱怨简化太多而难以读懂? 难道仅仅就是为了致用? 就是致用，难

道这些知识在西方发展了千年，按照原著引进中国就会没用? 薛凤祚的致用倾向来自于何方，受谁的

影响? 为什么在引进西方天文知识的同时还要去关注星占术，以至于晚年对之留心不已? 有学者认

为这是其“经世意识”的表现，⑨但问题是经世就必须关注占星术? 就算是经世，但为何会采用如此

形式? 还有就是会通观念，为什么薛凤祚把西方天文历法知识与古代中国传统天文知识会通却又不

相信“西学中源”? 诸如此类问题，不胜枚举。实际上，综观帝制中国以致整个前近代社会，哪有所谓

现代意义上的专业性科学家? 特别是在明清之际多种知识资源充斥且无限发展的大时代。笔者认

为: 薛凤祚的知识背景应该是多元，而不可能是单维的，不然，他为什么要会通以求“镕各方之材质，

入吾学之型范”?

所以，总的来看，薛凤祚的思想随着其思想转向应该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弱冠之年师从鹿善继、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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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逢，所以思想具有燕南王学及随后的夏峰北学之特征; ①后师从魏文魁，所以，思想具有中国古代天

文学知识; 近 50 岁左右先后师从传教士罗雅各、穆尼阁、汤若望等，因此，思想也具有西方科学知识背

景，但因为“受新法，尽传其术，亦未尝入耶稣会”，②所以，他对传教士带来的天主教宗教知识应该是

感情不深的。在这几种知识资源中，应该说魏文魁对其思想的影响应该相对有限，要不薛凤祚也不至

于近 50 岁还转投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对于另外两种知识资源，有学者认为“弱冠之年的求学生涯，

特别是孙奇逢兼容并蓄的理学思想对薛凤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对薛凤祚的学术生涯影响最大

的应该是波兰传教士穆尼阁”。③ 而根据笔者的观察，结果可能正好相反，对薛凤祚影响最大的恰恰

应该是早年的两位老师，他们对薛凤祚的影响、特别是思维模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而其他对薛凤祚

的影响是局部的、技术性的。

二、薛凤祚与孙奇逢关系再探讨

之所以说孙奇逢对薛凤祚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主要表现在: 1． 在孙奇逢南迁河南之后，薛凤祚与

孙奇逢的往来并没有中断，二人的师生关系进一步加强; 2． 薛凤祚思想的两个基本点④———“本之于

天”与“主于实用”⑤———与孙奇逢思想完全一致，由此，薛凤祚会通中西的模式⑥与孙奇逢会通理学

各派重建儒学的模式如出一辙。
先看第一点，在孙奇逢与薛凤祚关系上，有学者认为薛凤祚转向天文方面是因为“深感王学‘无

致用之实’，毅然与理学决裂而献身科技，投身经世之学”。⑦ 其实晚明之际学术界之间的互动转化远

远超出这种单线条的认知。一般来说，有用无用与否，不单在学术思想本身而更多在于对比优势和当

时社会的需求，王学较之于现代科技知识固然用处有限，但较之于当时其他思想则更为有用。把明朝

灭亡责任推给晚明知识界特别是王学，那只是清初理学官僚在配合皇权主义的重建中思想定于一尊

之时构建的神话。其实在面临晚明皇权主义颓废所引起的危局之时，知识界都在各种知识资源中辗

转腾挪，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由此开始了晚明的儒学变革运动。在此种境遇中，没有儒生不以经世相

标榜，但问题是以何种方式来经世意见不一。而就是在此过程中，“明清之际，作为北方儒生共同体

领军人物的孙奇逢，以其回归、重释孔孟经典来整合理学各派的内圣思想，以及在‘舍三纲五常无道

术’基础上的‘礼理合一’的外王思想。其两者的完美结合，一方面为清学的展开提供了新平台; 另一

方面也使得在清代北方形成的以孙奇逢为宗师、以会合儒学各派为特征的夏峰北学成为可能且风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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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燕南王学与夏峰北学都是明清之际由北方儒生集团开创的两个前后相继的地域性学派，因此，其基本内核一致。
在晚明，随着阳明学北传，在北直隶儒生集团中间形成了以阳明学为核心内容，吸收北方理学的致用传统的燕南
王学，其代表人物就是鹿善继与孙奇逢; 而到清初，因为鹿善继抗清殉国，孙奇逢南下河南转而开创夏峰北学。
梅文鼎:《勿庵历算书目》“天学会通订注”条，北京: 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4 页。
郑强:《补空谈之虚空 破株守之迂滞———薛凤祚“会通”的科学思想探微》，《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
笔者之所以把“本之于天”与“主于实用”定位为薛凤祚思想的两个基本点，主要依据薛凤祚在明清之际从事的事
业———天文历法( “天学”) 。既然从事天文，当然要“本之于天”，从事历法，必然要追求“实用”，而其综合的结果
就是薛凤祚的思想以此两个基本点展开。
关于薛凤祚的致用意识，因为近两年来学者研究颇多，兹不详述。总的来看，包括以下方面: 精简西学知识及实际
实用技术，便于使用; 注重中西传统科学知识中的致用因素，当然也由此导致热衷于占星学的流弊。
关于薛凤祚的中西会通模式，参见马来平: 《“折衷众论，求归一是”———论薛凤祚的中西科学会通模式》，《文史
哲》2012 年第 2 期。
袁兆桐:《薛凤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北方”。① 所以，虽然薛凤祚在具体认识上与孙奇逢有所差异，但要走向经世就要“背弃师门”，②恐怕

是危言耸听。况且: 1． 清初，孙奇逢承接北直隶儒生集团遗产为北方遗民领袖而在当时学界处于中枢

地位，因此，与之来往的儒生基本都仰孙奇逢为北学“泰山北斗”，就是顾炎武、张尔岐也尊孙奇逢为

耆儒、老师。也正是如此，黄宗羲在不知其学术“浅深”的情况下将之列入《明儒学案》作为殿军，所

以，作为其早年弟子及遗民的薛凤祚“背叛师门”，不可信; 2． 综观孙奇逢一生，他并不反对西学; 相

反，其至交同学里面有从事西学者，他只是对天主教教义好感不多而已。
就现有资料来看，薛凤祚转向魏文魁及西方传教士后，与孙奇逢之间关系未断。在孙奇逢定居河

南期间，薛凤祚至少两次到河南拜见孙奇逢。③ 其中第二次拜访记录最为清晰。对于这次会见，《孙

夏峰先生年谱》这样记述:“薛仪甫凤祚自益都再视先生于夏峰，年七十余矣，携其所著《历学会通》两

千余页来质。先生曰:‘夫子之性与天道，夫子之文章也; 不明于吾之性，乌知所谓天之道? 不明于日

用之文章，又乌知所谓性与天道哉? 《乡党》一篇，夫子之饮食起居，是即夫子之性命流行也，余尝谓

读古人书，任从何处领会，无不可直证源源本本。盖道惟一，二则歧，故曰: 吾道一以贯之，一物各具一

太极，万物统体一太极，惟一故无不贯; 全在圣人身上，泛应有当。俗学不能一，禅学、玄学不能贯，名

家、法家不必言矣。’”④此次时间为康熙九年，孙奇逢 87 岁，薛凤祚 71 岁。而在孙奇逢 90 岁之时，因

感念年岁以高，来日无多，因此作《怀友诗》，悉数 20 多位传其学而各具特色的高徒，望其再接再厉，

光大师门，薛凤祚赫然在列。“尼山有四友，又复借六侍。顾我耄而病，同人望更亟。匡我之不逮，诸

贤时寤寐。端亮曰潜庵，当仁不肯避。明达莲陆氏，到手无棘事。定斋勇向学，识力何超异! 定国讼

往衍，晚节抉其秘。宽夫善补过，力为明学地。垂老轻去乡，荐馨 共旅食。渥城有五修，答问借笔记。
习中能知几，介祺称高寄。子新饶侠肠，仪甫具识器。⑤ 构斯安贫贱，守身明大义。浑穆称保汝，不以

穷失意。退步震之贤，墟怀亦夔智。骙臣有气魄，熙侯无俗累。子石称孺慕，含真严指视。天章多慧

根，子亮本美质。振公孝友人，乾贞羡笃志。友兰与裕卿，问学渐有次。凫盟 荆园语，鄂州辨学字。
廉干推逸庵，此度博综备。进德而修业，努力各自治。我年已九十，烛光安足炽! 愿言日有长，助我勿

失坠”。⑥ 因此，薛凤祚背叛师门或者与孙奇逢关系不佳不可信。
实际上，对薛凤祚之所以离开孙奇逢而别求其他老师，由于资料的欠缺，难以完满说明。但就笔

者掌握的资料来看，更多原因不在于思想的离异，而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 孙奇逢当时所交的众多弟

子之间“相隔太远”而引起的不便; 2． 孙奇逢所面临的家事及挚友鹿善继丧母而大病、丁忧还乡由此

导致其不得不离开京师回老家。
应该说，在孙奇逢 28 岁丁忧后北上京师到 34 岁回容城老家这 7 年里，⑦由于当时仰慕其为人而

包括薛凤祚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子弟都拜孙奇逢门下，仅就《孙夏峰先生年谱》所载就有兵部郎杜友白

( 杜诗) 之子、贾三槐、薛凤祚、唐灼州之子、贾孔澜之子贾尔霖等。但在此过程中，由于孙奇逢当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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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王坚、雷戈:《论夏峰北学》，《辽宁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4 期。
袁兆桐:《薛凤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关于薛凤祚第一次去河南拜访孙奇逢的情况，相关材料极少。不过笔者遍寻，有一则材料可能是对此次拜访的记
录。顺治十六年“范阳三子过晤夏峰。因忆其王父有述( 并序) 。三子者，一马、一薛、一李。马为予姻友玉壶君
之孙。薛之大父运弦、李之大夫谦所，二君皆相善。今弃世廿余年。追忆生平，淋漓杯酒，有荆高风，抚其孙枝，眷
怀祖德，口占二十八字: 不速三人白下来，名驹千里自英才。故交零乱新硎发，苏岑依然易水偎”。参见孙奇逢:
《孙征君日谱录存》，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下，第 404 页。但由于只是孤证，笔者存疑。
汤斌:《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下，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 1434—1435 页。
参见《夏峰先生集》，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 938 页;《孙征君日谱录存》，见《孙奇逢集》下，第 1313 页;
《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下，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 1440—1441 页; 汤斌:《清孙夏峰先生年谱》，台北: 台
湾商务印书馆，1981 年，顺治十二年癸丑九十岁条，前两者同缺“钱升阶、薛”，但不管如何，包括薛凤祚则为无疑。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怀友诗》，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 939 页。
参见汤斌:《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上，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 1383—1384 页。



教的弟子之间“相隔太远”而引起的不便使得孙奇逢的教学效果大受影响。就此，《夏峰先生集》有

《与薛孔泉、唐灼州》为证。①

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万历四十五年前后孙奇逢和鹿善继都是相当忙碌的。就孙奇逢来说，先是生

子嫁女，而后夫人去世。② 另一方面，鹿善继母亲田氏万历四十四年去世，鹿善继悲痛过度大病一场，

随后虽有起色，“而终身病原遂肇于此”。随后，鹿善继丁忧在乡。③ 而“先生居京师六年，皆鹿伯顺、
范一泉二先生为之左右”。④ 所以，于家、于友，孙奇逢万历四十五年归乡都势所必然。而在此之后，

晚明社会矛盾全面爆发，鹿善继、孙奇逢在保家卫国间不断奔波。鹿善继虽然在丁忧后回任户部、兵
部主事等，但随后万历四十七年“金花银”事件爆发奇官及复官后随孙承宗镇守辽东直到明崇祯九年

抗清战死，同时孙奇逢则退守乡间鼎力相助。正是如此，鹿善继、孙奇逢对薛凤祚虽有师生之谊，但再

像以前一样当面教育已完全不可能。而到明清鼎革之后，随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北方士人之间的连接

重构加强而形成以孙奇逢为中心的遗民集团，在此过程中，由于共同的遗民倾向和内在思想的一致

性，薛凤祚所在的包括张侗、东航老人马鲁⑤及张尔岐在内的山东遗民群体与孙奇逢积极互动，最晚

在此时，孙奇逢与薛凤祚的师生之谊得以重续。
再看第二点。正如上文所言，在晚明时代，思想合流基础上的会通成为时代潮流，就孙奇逢与薛

凤祚而言亦是如此。虽然会通的知识资源有所差异，但薛凤祚思想的两个基本点与孙奇逢思想完全

一致，由此，薛凤祚会通中西的模式与孙奇逢会通理学各派重建儒学的模式如出一辙。
先看两者思想基本点的一致性。在明清之际，孙奇逢之所以能够名满天下，最关键的就在于其会

通理学各派而重构儒学。总的来说，孙奇逢的会通正如弟子赵御众概括的那样: “先师之学，以天为

归，以孔为的，以至诚为全量，以慎独为工夫，以知明处当为力行之实地，其所以信独见而化异同者，总

之以孔子印诸儒也。当看其是不是，不当问谁朱谁王。”⑥这其中，有三大基本点: 天( 以天为归) 、孔
子( 以孔为的) 、主于实用( 以知明处当为力行之实地) 。而对薛凤祚影响最大的则在于“本之于天”
与“主于实用”。薛凤祚思想正是在两者之间逐次展开，这是孙奇逢与薛凤祚的最大相同之处。

众所周知，“千百年来，真正在中国人的精神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宗教观念是以‘天’‘祖’崇拜为核

心的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系统”。⑦ 冯友兰曾归纳说: “所谓天有五义: 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
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曰命运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可奈何者，如孟子

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
曰义理之天，乃宇宙之最高原则，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之天是也。《诗》、《书》、《左传》、《国

语》中所谓之天，除指物质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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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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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孙奇逢:《与薛孔泉、唐灼州》，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 706—707 页。
万历四十五年，“八月，三子望雅生。冬，长女归贾氏”。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室人槐氏卒”。参见汤斌:《孙
夏峰先生年谱》卷上，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 1384 页。
关于万历四十五年至四十七年，鹿善继丧母、患病、居乡丁忧情况。参见陈 编: 《明末鹿忠节公善继年谱》，台
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 19—27 页。
汤斌:《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上，见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第 1384 页。
张侗( 1634—1713) ，字同人，一字石民。清初山东诸城人。马鲁，字习仲，原名之驯，字君习，号东航老人，直隶雄
县人。曾与孙奇逢在河北起兵抗清，与王余佑交好。孙奇逢南迁河南，马鲁则“复南渡献策于史可法。可法死，还
居唐县。( 顺治) 三年来诸城，结庐九仙山之阳”。张侗与马鲁、薛凤祚为友，而后二人都为孙奇逢的早年门人。
关于马鲁情况，参见王余佑: 《谏东航》、《寄东航》，见王余佑: 《五公山人集》，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44、261 页; 宫懋让修、李文藻纂: 《( 乾隆) 诸城县志·侨寓》，《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 》38，南
京: 凤凰出版社，2004 年，第 289 页。
赵御众: 《夏峰集》旧序，见李敏修辑录《中州艺文录校补》，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748 页。
邹新明:《敬天的信仰》，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 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册，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03 页。



总的来看，在中国思想中，天是一个基本的知识资源，由此形成的天道意识及对天人关系的不同认知

而开出了不同的思想理路，成为决定中国思想走向的巨大因素之一。也正是如此，“自上古以来，天

文有世掌之官”。①“司天之说尚矣……自古有国家者，未有不致谨于斯者也”。②

一般来说，“‘天道’的多重涵义: 指‘神意’、指决定人间吉凶的天象、指天象运行的规律、指必然

之理，类似于‘天命’”。③ 到西汉，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天人并举，到北宋理学则

进一步把理与天连接而“天”“理”合二为一，宣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到王阳明，以“致良知”打通天人、古今、中西、礼理等而统括之，实际上是以人之发展统括万端。④ 在

阳明后，王学各派以此分化。而发展到孙奇逢，也积极重构天人关系，力图在“天人之间”寻求一“大

把柄”。为此，孙奇逢打出“学本于天”旗帜，认为虽然“从来大贤大儒，个人有个人之体贴”。⑤ 但“儒

者之学本诸天”，“理却是天之所与”，⑥天理“包天地、贯古今、历从来”。⑦ 如若不如此，就是异端。
孙奇逢把学归之于天最集中体现在《理学宗传序》中。孙奇逢开宗明义提出:“学以圣人为归，无

论在上在下，一衷于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则放之家国天下者，而理

未尝有所增，不得志则敛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尝有所损。故见之行事与寄之空言，原不作歧视之。
舍是，天莫属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术遂为天下裂矣。周子曰:‘圣希天。’程子曰:‘圣学本天。’
又曰:‘余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己体贴出来。’余赋性庸拙，不能副天之所与我者。幼承良友

鹿伯顺提携，时证诸先正之语。尝思之颜子死而圣学不传，孟氏殁而闻知有待。汉、隋、唐三子衍其

端，濂、洛、关、闽五子大其统。嗣是而后，地各有其人，人各鸣其说。虽见有偏全，识有大小，莫不分圣

人之一体焉。余因是知理未尝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学，乃所以本诸天也。”⑧可以说，《理学宗传》的

编排就是按照这一宗旨的全力贯彻。
虽然“本之于天”，但作为皇权时代的意识形态，儒学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实际的社会统治中，孙奇

逢亦如此。在河北之时，孙奇逢文武兼通、侠儒兼收，被誉为“范阳三烈士”之一，为此明清两朝前后

征辟 11 次之多，黄宗羲称“逆阉之焰如火之燎原，先生焦头烂额之不顾也。燕赵悲歌慷慨之风久湮，

人谓自先生而再见”。⑨ 而南下河南之后，虽然完成从燕赵悲歌之士到一代理学大师的转变，但在学

术上，仍然力主实用，傅山于康熙二年 57 岁时访学夏峰，就有如此观察: “顷过共城，见孙钟元先生，

真诚谦和，令人诸意全消也。其家门雍穆，有礼有法，吾敬之爱之。不知者以为世法模棱之意居多，其

中实有一大把柄。人以隐称之，非也。理学家法一味版拗，先生则不然，专讲作用。”瑏瑠正是如此，《清

史列传·儒林传上一》本传说他凡是“有问学者随其高下浅深，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于庸行。上

自公卿大夫，下及野人、牧竖、武夫、悍卒，壹以诚意接之”。甚至像费密那些远在千里、跨州隔省的

人，风闻其义偶一相接，也会身受感召深服其学。
当然，在孙奇逢的思想中，“本之于天”与“主于实用”两者也是一致而贯通的，这具体体现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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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天文志一》，见《宋史》卷四八 ，北京: 中华书局，1977 年，第 949 页。
宋濂:《天文志一》，见《元史》卷四八，北京: 中华书局，1976 年，第 989 页。
舒炜光、秉平:《自然辩证法辞典》，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5 页。
当然此“人”指圣人，非康德之“世界公民”。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见《孙奇逢集》中，第 552 页。
汤斌:《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下，见《孙奇逢集》中，第 1406 页。
汤斌:《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上，见《孙奇逢集》中，第 1399 页。
孙奇逢:《理学宗传》序一，见《孙奇逢集》上，第 620—621 页。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七，北京: 中华书局，2008 年，第 1371 页。
傅山:《霜红龛集》卷三八，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068 页。



易大旨》中。在此书中，孙奇逢以《易》理来作为会通框架，①扩张视野，平分朱陆，会通于圣人，进而

天人合一，总归于天。具体来说就是: 易之理与天地合一，又因为天地最终着落于圣人之心，所以天地

圣人合一而同现于《易》理，然后以《易》理统卜筮，“理一分殊”，再在《易》理中分天、地、圣人三维展

开，而落实于人事，励志于实用、人伦。合而言之，《易》之道，在天为乾，在地为坤。以形体、性情言，

为天，为地，为乾，为坤，虽然“天地一气也，一数也，一道也”，因为感应，所以最终归于人事，一统于圣

人，而切于人伦，此之谓“天人合一。”分而言之，则为天之天，天之人，人之人，人之天; 则为本来之易，

圣心之易，易书之易，咸用之易，流行之易; 为六十四大乾坤世界，三百八十四小乾坤世界。以之相互

运动，有因有革。但无论如何，《易》之体用，各尽其职，各效其能，总归于《易》之道，而规划人事。可

以说，正是这种贯通，一方面赢得了以四库馆臣为代表的极高评价及全盘接受，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孙

奇逢独树一帜的会通模式。② 而对于薛凤祚来说，虽然其更多在于科学方面而与孙奇逢注重伦理道

德的“践履”有所差异，但薛凤祚会通中西的模式与孙奇逢会通理学各派重构儒学如出一辙。他也是

扩张视野，平分中西，③也中经圣人，本之于天。“他相信‘天人合一’、‘天人相应’，这和其他占卜者

宣扬的‘天人感应’不同”。④ 孙奇逢是以《易》为基础沟通天、人、实用; 而薛凤祚则是把《易》更加精

致化，配之于奇门⑤沟通三者，孙奇逢以《易》的“元亨利贞”为骨架建构《理学宗传》，薛凤祚则以之为

骨架建构《甲遁真授秘集》。孙奇逢以《易》理统卜筮，把卜筮融化在《易》理的建构中，薛凤祚也是如

此。所以，总的来看，孙奇逢平分朱陆理学各派而重构理学的会通方式与薛凤祚会通中西方知识的方

式虽疏密程度不一，但方法理义则同，并且都归之于实用。⑥ 正是如此，“在中西会通方面，与其前辈

徐光启、同辈王锡阐、后辈梅文鼎相比，薛凤祚会通模式的独特性非常明显”。⑦ 薛凤祚明确反对当时

流行的“西学中源”论而认为中西对等，无论优劣。⑧ 因为很简单，一旦“西学中源”，则“西学”与“中

学”将地位失衡或者合二为一，会通就失去了前提。

三、会通的难局及其困局: 清初重建皇权视野下的思想大趋势及其整体转向

本质上，由于多重知识资源的融合引起的知识空间的扩张，晚明思想界就是会通的世界，而薛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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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孙奇逢的《读易大旨》与其他易学著作不同在于注重易理发挥而忽略细节的考证。对此，四库馆臣有细致观察。
“案奇逢说《易》，不显攻图书，亦无一字及图书。大意发明义理，切近人事，以《象传》通一卦之旨，由一卦通六十
四卦之义。凡所训释，皆先列己说，后附旧训。其平生之学，主于实用，故所言皆关法戒，有足取焉”。参见永瑢:
《读易大旨提要》，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六，第 35 页。
关于孙奇逢的会通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在天、圣人、实用三者之间建构，先把学“本之于天”，然后天人合一而会通
于孔孟，最后在实践中落实于对“礼”( 伦理纲常) 的“践履”。参见王坚、雷戈:《论夏峰北学》。
为此，薛凤祚在《历学会通》中摈弃成见，逐一介绍了当时在中国并存的五种历法: 旧中法即大统历; 新中法即魏
文魁改立的东局历法; 回回历即西域历; 今西法即《崇祯历书》之历法; 新西法即穆尼阁《天学真原》中的历法。本
着“旧说可因可革，原不泥一成之见; 新说可因可革，亦不避蹈袭之嫌”的原则，扩展视野到中国传统学术、传教士
西学、术数思想、西方占星术，甚至从穆尼阁听来的哥白尼体系，“镕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参见薛凤祚:
《历学会通》，见韩寓群主编:《山东文献集成》第 2 辑第 23 册，第 2 页。
聂清香、翟英伯:《中西会通，天人相应———薛凤祚引进西方占星术面面观》，《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
奇门遁甲是一门融天人为一体、时空为一体的大学问，秉持天地人三才和谐共振，信息同步共生的基本理念。对
于奇门遁甲，薛凤祚有深入研究并结成专著《甲遁真授秘集》。
总的来看，薛凤祚在其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的著作中，之所以会进行大量的删改，初衷就在于实用方面。“仪公讲
不踰之道，而游历象之器，成务以前民用，圣人深望”。参见苾驮散汉知:《天步真原引》，韩寓群主编:《山东文献
集成》第 2 辑第 23 册，第 436 页。当然，薛凤祚的“实用”与孙奇逢的实用观有差异，孙奇逢的实用最终全部是落
实在对日用人伦的实践上，而薛凤祚还注意到在引进西方科技思想中化繁为简以便于实用。
乔宗方、宋芝业:《术数思想: 薛凤祚中西会通模式的重要案例》，《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
参见薛凤祚:《历学会通》，见韩寓群主编:《山东文献集成》第 2 辑第 23 册，第 410 页。



祚的会通思想直接来源于孙奇逢的夏峰北学，是晚明以阳明学为主导的儒学革新运动所产生的会通

思想的进一步深入推进。虽然程度不一，但这种会通思潮在夏峰北学内部应该是普遍现象，薛凤祚特

异之处在于，夏峰北学其他诸子更多把此用于处理当时纷争不已的理学各派关系时，他则更多用之处

理中西科学关系。虽然由于过度会通与超越预期的大量会通出现，反会通的思想也在酝酿，但直到孙

奇逢时代，社会仍然动荡不已，思想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就夏峰北学内部来看更是如此。在宗师

遗产与现实之间互动中，夏峰弟子都在兼容并包的学风中扩充视野，广开思路。同时，由于天的观念

是混合的而不可能是单层的，因此，对他思想的理解与重释也是多种多样的。又因为大变革的明清之

际社会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在“本之于天”与“主于实用”之间，以重释“天”作为为学入手处

由此转向，在夏峰弟子中，除薛凤祚之外，还有许三礼。两者的不同在于薛凤祚在重释中着力于会通

中西科学知识而更具有科学意味，而许三礼则在会通中着力于以传统“敬天”①资源重释“天”，更多

具有宗教意味。

① 在古代中国，对天的理解虽然千差万别，但“敬天”的意识及其礼仪化的仪式，自远古便已开始了。作为古代敬天
仪式的“郊祭”，其内容是“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 《礼记 ·中庸》) 。因此，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②③ 徐世昌:《许先生三礼》，《夏峰学案》，见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一，第 57 页。
④ 许三礼:《天中许子政学合一集》，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65 册，济南:

齐鲁书社，1996 年，第 471 页。
⑤ 姜希辙:《海昌会语》序，见许三礼:《天中许子政学合一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子部第 165 册，第 463 页。
⑥ 许三礼告天的经典依据完全是儒家的。参见刘耘华:《依“天”立义: 许三礼的敬天思想再探》，《汉语基督教学术

评论》2009 年第 8 期。

许三礼( 1625—1691) ，字典三，号酉山，清初安阳人。早岁曾受业于孙奇逢门下，其著作主要有

《政学合一集》、《圣学直指》等。在学术上，许三礼主张“随处体认天理”。“先生以明儒宗良知，每本

心而不本于天，故论学掲出一天字，而实之以仁孝，谓‘舍敦伦之外，更何处可见实行? 极之利爱民，

爱万物，格天地，劝鬼神，赶风雷，贯日月，何莫非君臣父子忠孝仁义所推而至焉者!’”②但在对“天”
的理解中，他将天理解为信仰实体而走向“告天之学”。“效宋赵抃故事，旦书所为，夜焚香告天。家

居及在海宁，皆建告天楼。圣祖尝称为道学云”。③

综观许三礼的为学理路，也是来源于孙奇逢。他与薛凤祚一样，也是在天人合一基础上在“本之

于天”与“主于实用”两者会通推进，在具体手法上，也是扩张视野，会通于圣人，进而天人合一，总归

于天。所以，在许三礼的《海昌会语》中首列“夏峰孙钟元先生讲学”，而把“理学宗传叙言”④全文抄

录，实际上，孙奇逢根本就没有到过南方，当然更不可能讲学。正是如此，其友姜希辙在为《海昌会

语》作的序言中就直接把许三礼的工作看作是对孙奇逢思想的深化发展。“近见孙钟元先生《理学宗

传》，先之以十一子而诸儒附之，其识见固伟，使再进高刘为十三子，则更无疑议矣。向学于夏峰，继

学于蔚州，其渊源有自，可以补前贤之未尽，因序会语而聊发其端”。⑤与孙奇逢和薛凤祚不同，在于许

三礼吸收了两汉谶纬的知识资源而把“天”定位为更具有主宰意味; 除了日用伦理的坚持之外，他特

别注重礼的各种各样仪式( “告天”仪式) 沟通天人。⑥正是如此，现代人看来有点宗教味道。但就许

三礼的整体思想来看，这点宗教味道确实微不足道，因为他本质上是理学家。“许三礼之敬天思想的

核心，便是藉告天仪式而重整天人关系，故其学亦可称为告天之学，其枢纽就是作为意志主宰神的天，

或曰上帝、帝天。他一方面据此对整个儒家道统加以重新评估，另一方面又以此一线贯穿，形成了一

个条贯有序的思想系统。毋庸说，这个系统仍然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旨归的构造”。因此，

“换言之，它不过是在程朱的‘太极’、‘天理’以及陆王的‘良知’、‘仁体’之上、之先找到一个创造的

本原，下面接续着的，则仍然是‘八条目’之类的人间功业，而贯通天理人道的线索，仍然是万物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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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一气之‘仁体’、‘中体’”。①但据此认为“程朱理学之‘理’以及陆王心学之‘心’，在许三礼的思

想系统中都变成了次一级的概念，相应，原来在程朱与陆王系统里具有本体意义的太极、性或良知、心
体，也都是如此，都是‘天之所与我者’，其本源在‘天’”，②则是不太准确的。在许三礼的思想中，原

来在程朱与陆王系统里具有本体意义的太极、性或良知、心体，与许三礼所强调的“天”实际上无所谓

高低之分，都是“透本源、彻全体”的世界本体的另一种别名而已。只要“识彻全体，学透本源”，所有

儒家关于世界本体的话语都是完全可以打通的。王阳明如此，孙奇逢亦是如此，“只要你明确‘理’的

绝对本体性，用什么概念代指它，都无关紧要”。③许三礼亦然。

①② 刘耘华:《依“天”立义: 许三礼的敬天思想再探》。
③ 李之鉴:《孙奇逢哲学思想新探》，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52 页。
④ 比如，孙奇逢最重要的着作《理学宗传》四库全书就没有收录。关于许三礼、薛凤祚的批评，参见永瑢:《政学合一

集提要》，见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四，第 1140 页; 永瑢: 《圣学心传提要》，见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
七，第 314 页。

实际上，虽然历经晚明之变，直到康熙初年，思想界的会通还在不断深入推进，就夏峰北学也是如

此。正是在会通基础上的推进，使得夏峰弟子在侧重点上有所差异、分化。但到康熙初年，会通面临

着巨大的危机而无法继续深入。笔者认为原因包括三个方面: 1． 会通的本身难局:“中”的难以把握。
当政治不开放之时，矛盾太多，形势太复杂; 当形势危急或者权力集中逼知识人站队之时，会通会被认

为是“骑墙”“调和”而不被各方认同; 同时还有对会通者本身的能力的极高要求。2． 晚明以来的会通

超出了预期，会通的误用与滥用，导致在思想界反会通潮流的兴起。3． 由于清初政府对皇权体制的迅

速接受、磨合以及此后皇权主义在整个帝国范围内的重建，一方面虽然使得整个元朝都没有出现的统

治民族被汉化的忧虑在清初就出现了，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皇权主义的迅速重建及由此的满族汉化，

抽空了明代遗民的整个基础而使清帝国稳定下来并在皇权建构中迅速推进。就知识界来说，就是从

顺康之间开始的专制皇权对知识人的密集的意识形态调控，专制制度的设计越来越严密、精致，由此

不但导致知识空间的大幅萎缩，更进一步可以从制度建构中对知识软硬兼施。可以说，正是这种思想

与政治的双重作用，使得新知无法继续传入，原有的知识资源利用殆尽而无法突破，晚明以来的会通

在顺康之际面临山穷水尽而不得不转向。到康雍之际，随着大一统皇权的进一步推进，清政府掀起了

一浪高过一浪的权力规范学术运动从而重建人们的历史记忆，其中以四库全书的编撰达到高潮。在

其中，晚明不同的思想被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被不断地重新分类、整合，而跨越明清之际的夏峰北学

更是首当其冲。孙奇逢、许三礼、薛凤祚④的思想都被不断重新整合包装，当然，其会通难以理解也势

所必然。

( 责任编辑:王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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